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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城市职住空间分布对通勤出行的影响，基于35座中国大城市的通勤大数据，着重解

析职住分离度指标的内涵和统计特征。发现该指标与城市规模相关性不显著，受职住集聚分布格局

等因素影响较大，指标值的减小对实际通勤距离的缩短具有积极意义。基于职住分离度和过剩通勤

系数两项指标间的负相关特点，分别选取9座城市作为代表城市，总结了重点空间单元的提取条件

和职住分离成因。最后，从就近安居、职住梯度布局、交通服务差别化三方面阐述大城市职住分离

度的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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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Job-Residence Separation Based on Big Commuting Data: Analysis of Core Indicators in

the 2020 Monitoring Report on National Commuting Report for Major Cities in China

Ran Jiangyu1, Fu Lingfeng1, Kan Changcheng2, Wu Sufeng1, Tian Sichen3

(1.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Beijing 100037, China; 2.Baidu.com Times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Beijing 100085, China; 3.Beijing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ourism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impact of urba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on commut-

ing trav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job- residence separa-

tion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big commuting data of 35 major cities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indica-

tor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ale of cities but is greatly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The reduction of the indicator valu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hortening the actual commuting travel distance. In view of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job-

residence separation and excess commuting coefficient, the study selects nine cities as the representa-

tives of urban areas to discuss the extraction conditions of key special unites and the causes of job-resi-

dence separ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job- residence separation in

large cities in three aspects: coordination between residence and employment, gradient distribution of

job and residence,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ransport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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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城市空间结构中职与住的关系是通勤交

通产生的根源。快速城镇化进程使得中国大

城市的职住空间关系发生深刻嬗变，地价涨

跌、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交通设施改善等

均对职住通勤格局产生本质影响，原有职住

平衡关系被打破，平均通勤成本显著增加。

然而，职住接近原则在居民的住宅选择中仍

然起到关键作用，职住平衡是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关心的重要目标之一，工作日平均通勤

时间等指标已经纳入《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指南(试行)》。

2020年5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联合百度慧眼等单位发布了《2020年全国主

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以下简称 《报

基于通勤大数据的城市职住分离度研究基于通勤大数据的城市职住分离度研究
————《《20202020年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年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核心指标分析核心指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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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报告》中采用职住分离度指标反映

职住在空间的分布状态和邻近程度，并结合

通勤人口的职住分布图、分圈层的职住分布

图和街道单元职住特征空间分类图等对该指

标背后的职住通勤状态进行详细展示。与既

有研究相比，《报告》中选择的城市案例数

量较多，有利于归纳总结职住分离度等相关

指标的分布区间和影响因素，避免既有个案

分析由于计算标准的不一致而导致指标结果

不具有可比性。本文基于中国 35座大城市

的通勤数据，围绕职住分离度指标进行概念

解析、相关性分析和城市分类对策研究。

11 职住分离度相关性解析职住分离度相关性解析

职住分离度是指不考虑就业差异与人的

选择，在既有职住分布状态下通过交换就业

地，理论上能够实现的最小通勤距离[1]。由

于职住分离度采用集计模型的分区思想，所

以如何分区对于计算结果影响较大。本文着

重以百度慧眼提供的中心城区通勤人口居住

地、就业地等数据为基础，以研究范围内1 km

方网格为计算单元，网格内和网格间的距离

分别按当量圆半径和网格中心间直线距离

计算，得到 35座大城市的职住分离度指标

(见图1)。

统计结果显示，35座城市的职住分离度

均值为 3.57 km，最小指标值超过 2 km，表

明即使在理想状态下，既有的大量职住分布

仍无法在 2 km尺度内实现均衡匹配。35座

城市的职住分离度标准差达到 1.03 km，占

均值的 29%，其中位居首位(职住分离度最

小)的厦门市不到北京市的 1/3，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中国大城市在职住空间匹配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从城市规模、实际

通勤分布、职住集聚格局等方面识别相关

因素。

1）职住分离度与城市规模的相关性不

显著，Ⅰ型大城市的职住分离度最小。

依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

准的通知》 (国发〔2014〕 51号)中明确的城

市划分标准，35座大城市中包含4座超大城

市、10座特大城市、10座Ⅰ型大城市和11座

Ⅱ型大城市，各类城市的职住分离度统计值

如表 1所示。超大城市中深圳市职住分离度

最小，指标值与Ⅰ型大城市中的大连市、昆

明市以及Ⅱ型大城市中的福州市、宁波市基

本接近，整体排名位居前五，而北京市的职

住分离度指标大幅提升了超大城市的均值。

相比之下，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的职住分

离度指标波动幅度较小，Ⅰ型大城市的均值

和极值也显著小于其他规模类别。Ⅱ型大城

市中石家庄市、西宁市和银川市的职住分离

度值偏高，直接导致Ⅱ型大城市的指标均值

接近特大城市均值。整体来看，职住分离度

在统计上并未出现随城市规模的增长而逐渐

增加的趋势，各规模类别内均存在指标值相

似的城市案例，部分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在

职住分离度上反而高于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

2）实际通勤分布与职住空间布局存在

显著错位，职住空间均衡有利于缩短通勤

距离。

以研究范围内 1 km方网格为计算单元

获取的各城市实际平均通勤距离，与居民非

集计平均通勤距离的相关系数达到0.85，表

明采用该集计方式转化计算得到的平均通勤

距离可同等反映居民通勤尺度的实际状态。

将基于 1 km方格网计算得到的实际平

图1 中国35座城市职住分离度指标值分布

Fig.1 Job-residence separation indicators of 35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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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通勤距离和职住分离度指标进行比较，可

发现同一计算标准下前者是后者的 1.9~3.8

倍，反映出实际通勤分布受土地开发政策、

产业发展、居民收入、交通系统可达性等因

素影响，与职住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错位。

另一方面，职住分离度与实际通勤距离、

2.5 km以内通勤比例、15 km以上通勤比例

等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0.79，-0.63

和 0.62，表明城市的职住空间分布越均衡，

越容易引导产生短距离的通勤活动，进而有

利于缩短整体平均通勤距离。

3）职住集聚格局、职住中心契合度等

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职住分离度。

2000年左右，为实现城市规模在城镇化

高速发展下的可持续扩张，大城市相继启动

了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竞相选择多中心

的空间结构作为未来城市的空间扩张模

式[2]。如今多数中国大城市在一定范围内已

形成多个就业中心，而该格局的空间分布、

与大型居住区的分布契合度等直接影响职住

分离度的大小。

如图2所示，以5 km递增半径统计分圈

层通勤人口分布，发现职住分离度在 3.0以

下的城市大致分为以下两类：1)城市的居住

热点和就业中心均集中在城区中心 15 km半

径范围内，该尺度圈层集聚的通勤人口规模

占中心城区通勤人口总量的80%以上，代表

城市有厦门、福州(见图 3a)、深圳、南宁

等；2)城市各5 km圈层的通勤人口规模均不

超过总量的30%，其内部的多个就业中心在

空间上分布相对离散，部分中心间距甚至超

过 15 km，但围绕各中心均分布有居住热点

区与之匹配，由此在更大的空间尺度范围形

成职住均衡的多组团格局，其代表城市有大

连(见图3a)、宁波等。

相反，职住分离度较大的城市中，部分

城市仅在分圈层的通勤人口结构上就体现出

空间匹配度较低的职住分布格局。以北京市

为例(见图 3b)，其 10 km圈层内集聚的就业

人口比居住人口高出近 10个百分点，直接

导致大量的通勤人口需要从 10 km以外的圈

层进入10 km以内圈层就业。

与职住集聚格局相比，职住中心契合度

对职住分离度指标的影响更加直接。以石家

庄市为例，与上述第一类城市相似的是，其

15 km半径范围内集聚 92%的通勤居住人口

和 87%的就业人口(见图 3b)，然而其主要就

业中心基本局限在中山路沿线 4 km的尺度

表1 职住分离度分类统计值汇总

Tab.1 Statistics on job-residence separation

类型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均值

4.11

3.81

2.94

3.72

标准差

1.73

0.53

0.59

1.15

最大值

6.57

4.58

3.84

5.69

最小值

2.51

3.20

2.10

2.4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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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5 km圈层就业比例/%

图2 职住分离度与15 km圈层通勤人口分布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residence separation and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a 15 kilometers' commuting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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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典型城市分圈层通勤人口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muting population in typical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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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0

范围，大量的通勤居住热点呈面状均匀分布

在10 km圈层内(见图4)，导致职住中心空间

契合度较差。

22 基于职住分离度的分类空间解析基于职住分离度的分类空间解析

在过剩通勤理论体系中，职住分离度隐

含的前提假设是就业岗位与居住地间可以无

差异地相互交换，实际通勤距离则是综合了

就业岗位类型要求与通勤者自身社会经济特

征的匹配情况、各种交通设施分布状况以及

通勤者对就业信息的获取程度等各种因素选

择的结果。过剩通勤系数融合了实际通勤距离

和职住分离度指标，反映当前通勤状态是否

接近于既有职住分布下的理想通勤状态，具体

计算公式为[3]： Ec = ( )Tact -Tmin /Tact × 100% ，

式中： Ec 为过剩通勤系数； Tact 为实际通

勤距离/km；Tmin 为职住分离度/km。

单从职住均衡角度出发，城市较理想的

职住分布状态是过剩通勤系数和职住分离度

都小，即该城市的通勤人口与就业岗位不仅

在空间上配置均衡，实际的职住匹配关系也

相对邻近。由于过剩通勤系数与职住分离度

之间呈高度负相关关系(见图 5)，绝大多数

城市的这两项指标是此消彼长。

基于 35 座大城市的职住分离度和过剩

通勤系数计算结果，分别采用30%和70%分

位数为准，提取职住分离度小于 30%分位

数、过剩通勤系数大于 70%分位数的 9座城

市作为“错位型”代表，提取职住分离度大

于70%分位数、过剩通勤系数小于30%分位

数的 9座城市作为“固偏型”代表，分别对

这两类城市进行重点分析，相关统计指标如

表2所示。

22..11 错位型城市错位型城市

典型错位型城市中，城区人口在300~500

万人的Ⅰ型大城市占据 2/3，超大规模城市仅

深圳市一座，Ⅱ型大城市中的代表是福州市

和宁波市。空间形态上，9座城市均呈现组

团型或团块型分布，没有一座带型城市。

这类城市的职住分离度指标为 2.1~2.8 km，

均值仅为2.5 km，职住空间分布相对紧凑均

衡。在全部35座城市中，9座代表城市的职

住分离度指标由小到大排在前 10位、过剩

通勤系数均排在后11位，反映出职住分离度

较小的城市更易归属于错位型城市。实际

上，9座城市的职住分离度均值仅为 35座城

市均值的 70%，无论是以 1 km栅格还是实

际路网计算，9座城市的实际通勤距离均值

基本接近35座城市均值。

既有研究针对职住布局相对平衡下的通

勤分离现象进行了许多个案研究，而基于大

数据的分析有利于精准聚焦更多的空间单

元，为同类问题的捕捉和施策奠定基础。以

街道或交通分区为单元，将一端在单元内的

5 km同心圆
行政区边界

通勤椭圆

主城边界
市域范围

低

高
人口密度

a 城区通勤居住人口分布

5 km

5 km同心圆
行政区边界

通勤椭圆

主城边界
市域范围

低

高
人口密度

b 城区通勤就业人口分布

5 km

图4 石家庄市通勤人口居住分布和就业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commuting status and employed population in Shijiazhuang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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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按照区内居住区内就业、区内居住区外

就业和区外居住区内就业等分别统计，从中

提取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空间单元作为错位

型城市的重点研究对象：1)区内居住区外就

业的规模与区外居住区内就业的规模基本相

当，区内通勤比例较低；2)单元的平均通勤

发生距离或吸引距离较长，与相邻空间单元

实现职住平衡的规模较小。

如图 6所示，将区内居住区外就业与区

外居住区内就业比例均较大的“双重主导

型”单元与各单元的平均通勤距离属性进行

叠加，有助于识别符合上述条件的错位型空

间单元。这类空间单元通常包括多种类别。

其中一类是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职住接

近和福利分配为理念建设起来的单位社区，

社区内的人口构成随着单位住房的私有化改

革逐渐复杂，企业单位也随着空间拓展、地

价变化改变其原有区位，最终打破核心组团

内原有的职住匹配关系[5]。另一类是城市外

围按职住平衡规划设计的开发区或产业

区[6-7]，尽管在规划之初本着职住平衡的理念

为相关产业配套居住用地，但是产业引入类

型与最初设想存在差异，居民对住房周边的

环境、配套设施等要求也不尽相同，高快速

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等因素使居民在更广阔

的空间范围拥有更多的选择，最终致使这类

片区并未实现规划之初的职住平衡状态。此

外，旧城改造拆迁安置政策、房价市场化波

动环境、以学区为代表的公共服务配套建设

等因素都影响不同收入群体的住房选择，传

统核心区域地租价格的攀升、交通拥堵增加

等因素均加速了各类产业的区位选择变化，

即使在用地混合布局的区域已经实现了职

住空间临近，实际职住通勤关系也将与其

背离。

22..22 固偏型城市固偏型城市

9座代表城市中，特大城市和Ⅱ型大城

市分别有 4座，北京市是唯一的超大城市。

仅有的 3座带型城市中，兰州市和西宁市均

属于固偏型类别，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带型

大城市更易在其发展主轴上采取职住分离式

布局。与错位型城市相比，固偏型城市的职

住分离度波动幅度较大，均值接近错位型城

市的 2倍。其中，北京市的职住分离度超过

6.5 km，显著高于其他代表城市；石家庄

市、西宁市、银川市位于第二梯队，职住分

离度指标均超过 5.4 km；西安市、郑州市、

青岛市、成都市位于第三梯队，职住分离度

指标为 4.1~4.6 km。从统计指标看，职住分

离度较大的城市更易归属于固偏型城市，突

出表现为 9座代表城市的职住分离度指标从

小到大排在后11位、过剩通勤系数均排在前

11位。尽管过剩通勤系数较小，该类城市的

职住空间分离度偏高却是导致其常住居民通

勤成本较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可重点关注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固偏型空间单元：1)区

内居住区外就业规模较大的居住主导型片

表2 两类城市集计通勤指标汇总

Tab.2 Commuting indicators in two types of cities

城市
类型

错位型

固偏型

城市
数量/
个

9

9

职住分离度/km

最小值

2.1

3.8

最大值

2.8

6.6

均值

2.5

4.9

实际通勤距离/km

最小值

7.6

9.3

最大值

10.4

14.3

均值

8.7

10.8

过剩通勤系数

最小值

0.67

0.48

最大值

0.74

0.59

均值

0.71

0.54

居住流出型

高密度中密度低密度

就业流入型
双重主导型
职住平衡型
主城边界
行政区边界

职住特征空间分类

平均通勤距离/km
<5.0
5.0~<7.5
7.5~<15.0
15.0~<25.0
≥25.0

人口密度

a 居住人口

居住流出型

高密度中密度低密度

就业流入型
双重主导型
职住平衡型
主城边界
行政区边界

职住特征空间分类

平均通勤距离/km
<5.0
5.0~<7.5
7.5~<15.0
15.0~<25.0
≥25.0

人口密度

b 就业人口

图6 深圳市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通勤状态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commuting status and employed population in Shenzhen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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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且单元的平均通勤发生距离较长；通常

分布在中心组团外围，如图 7所示的“居住

流出型”与平均通勤距离叠加后的空间单

元。2)区内就业区外居住的就业主导型片

区，且单元的平均通勤吸引距离较长；通常

集中在中心组团内部，如图 7所示的“就业

流入型”与平均通勤距离叠加后的空间单元。

上述空间单元的形成突出表现为单一类

型功能区空间集聚，其背后驱动力不仅包括

产业郊区化、先产后城的规划开发策略，还

包括优良公建设施、公园绿地及轨道交通枢

纽站周边住宅、商务办公等房地产集中连片

开发策略等[8]。例如，与通勤距离相比，高

收入者更倾向追求更好的住房品质及居住环

境，城市中居住环境较为优良的地段会存在

自我强化的效应，导致高端房地产项目扎堆

分布[9]。住房供给的空间结构与需求的空间

结构不匹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部分政策导

向有关。例如，当前的住房安置政策更多以

建设量或覆盖面为唯一目标，很少考虑低收

入群体住房的空间分布，很多政策性商品

房、保障性住房社区在城郊集中建设，特定

群体的职住空间分离由此产生。

大城市内部多就业中心格局的变化也对

职住分离度指标产生较大影响。多职能的发

展需要、单中心的承载力有限等原因使得大

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结构演变，多个就业

中心在形成过程中为平衡不断攀升的土地价

格而增加建筑面积，就业岗位也随之不断集

聚[10]。大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在提高就业中

心可达性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极化

效应。部分学者在总结洛杉矶、旧金山、芝

加哥等国外大城市案例时发现，多就业中心

格局下次中心的就业岗位数增长迅速，多个

就业中心岗位之和所占比例处于上升趋势，

中国大城市也存在类似现象[11-12]。以北京市

为例，从 2004年起六环高速公路以内的就

业岗位不仅在总量上不断攀升，空间上也从

传统 CBD 和金融街向外延伸，形成由

CBD、金融街、公主坟-西站商圈、展览路

商圈、中关村、上地、望京等多个就业中心，

各增长极在总量规模和岗位密度上都出现了

自我强化的发展趋势，职住比率不断增长。

33 职住分离度优化对策职住分离度优化对策

从 35 座大城市的职住分布和通勤状态

看，城市所包含的错位型和固偏型两类空间

单元在空间上交错分布，形成复杂的职住分

布格局。不同类型城市应明确差异化的职住

分离度改善目标，因地制宜地提出系统优化

对策。对于错位型城市而言，应当以缩短实

际通勤距离为优先目标，通过实际通勤状态

的改善促进职住空间分布更加均衡。相比之

下，固偏型城市应当将职住空间布局的调整

作为优先目标，在空间规划、产业选址等方

面引导职住分布就近平衡。其余城市的职住

分离状态基本介于两类城市之间，应兼顾两

大目标对应的职住优化对策。

33..11 就近安居就近安居

就近安居策略主要关注目标空间单元的

住房供应结构及服务对象，制定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政策。针

对错位型空间单元、就业主导的固偏型空间

单元内新增建设用地，应鼓励其优先开发与

空间单元内就业人群需求和购买力相符合的

住宅项目，同时依据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空

间分布提高单元内保障性住房、公共租赁住

房、共有产权住房等类型的供应比例。在住

宅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宜注重优质医疗、教

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均等化配置，通

居住流出型

高密度中密度低密度

就业流入型
双重主导型
职住平衡型
主城边界
行政区边界

职住特征空间分类

平均通勤距离/km
<5.0
5.0~<7.5
7.5~<15.0
15.0~<25.0
≥25.0

人口密度

a 居住人口

居住流出型

高密度中密度低密度

就业流入型
双重主导型
职住平衡型
主城边界
行政区边界

职住特征空间分类

平均通勤距离/km
<5.0
5.0~<7.5
7.5~<15.0
15.0~<25.0
≥25.0

人口密度

b 就业人口

图7 北京市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通勤状态分布

Fig.7 Distribution of commuting status and employed population in Beijing

资料来源：《2020年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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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打造“15 min社区生活圈”提高居民的选

择意愿和入住满意度。在运营管理阶段，不

仅需要明确就近安置的分配原则，还应当出

台鼓励和引导就业人口就近居住的优惠政

策。例如，北京市出台《关于优化住房支持

政策服务保障人才发展的意见 (京建法

〔2018〕 13号)》中，明确本市、本区或园区

需要的人才具备“本市无房，或在本市有住

房但距离工作单位超过一定距离”等条件，

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33..22 职住梯度布局职住梯度布局

国内外众多研究及规划实践成果均为职

住梯度布局策略提供了理论和案例支撑。例

如，文献[11]的交叉通勤流模型证明次中心

出现在郊区居住地与CBD就业中心之间的

辐射区域，能够通过降低通勤距离减少过剩

交通量；文献[13]发现，并非所有的城市次

中心都有利于职住空间平衡，以服务业集聚

为主的次中心比以制造业集聚为主的次中心

对职住空间的优化更加显著。规划实践方

面，北京市望京地区发展成为第五大就业中

心后，就业人群的居住地为望京所在的酒仙

桥片区、北苑片区及向东北机场方向延伸的

地区，与中心地区间的跨区通勤由 2005年

52.3%降至 2013 年 28.4%[12]；北京市回龙观

居住人口的就业地主要集中在中心地区的中

关村、八达岭高速公路两侧的大上地地区，

其作为“睡城”的布局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

的职住失衡[12]。总体上，职住功能相对单一

的空间单元一方面可以在其内部织补缺失的

功能业态，另一方面可沿主要公共交通廊道

间隔布置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在廊道上平

衡职住关系，形成职住梯度邻近分布的格局。

33..33 交通服务差别化交通服务差别化

相关性统计结果表明，长距离通勤是导

致大城市职住分离度指标恶化的重要原因之

一，本文提出的重点空间分析单元均与长距

离通勤相关。以 35座大城市通勤距离统计

分布结果为例，通勤距离大于15 km和25 km

的人口比例均值分别达到13.8%和6.3%，其

中 1/3 的案例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主，

其通勤距离大于 15 km 的人口比例超过

15%。无差别的交通服务、交通设施的“同

城化”是导致长距离通勤、加剧城市扩张中

职住分离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管理者不能

仅通过市郊铁路、城际铁路等设施的建设和

运营不断满足长距离通勤需求，应当构建相

对独立、城市功能完善的空间分区，区内与

区间的交通设施、运营班线在服务标准、价

格和组织上实现差别化，通过提高长距离跨

区通勤成本引导城市职住活动在分区内进

行，以交通供给侧改革促进职住空间选择更

加邻近。

44 结语结语

职住分离度指标主要从城区整体的角度

反映职住空间分布状态和匹配程度，指标值

的改善对职住平衡的实现具有正向促进意

义。然而，职住分离度指标仅仅提供了一个

相对参考，任何城市在职住空间均衡布局和

错位通勤改善方面均存在提升的空间。中国

大城市内部各空间组织单元的情况异常复

杂，城市管理者需要借助通勤大数据等技术

手段提取重点单元，精准挖掘背后原因，进

而综合土地开发政策、城市空间规划、交通

设施管理等措施因地制宜地进行系统调控。

同时，城市各空间单元的职住平衡是一个动

态过程，可通过定期监测职住分离度指标实

现对职住匹配相关政策的效果评估，研究政

策对职住平衡发展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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